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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
嬗变的历史路向

赵 涛

( 河南大学 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中国古籍目录经历了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代表中国古代

史学典籍的史部目录出现了分化演进的轨迹，从目录中的附庸地位到独立成类，凸显出古

代史学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历史嬗变历程。这种发展变化不仅在古

籍目录史部的类目中得以体现，而且在其大序小序以及提要目录中逐步走向了细密与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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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认为目录学与学术史理应结合起来，以收
“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

学”［1］( 卷1《互著》P966) 之效。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古籍目录著录历代典籍，能

够反映历代典籍的流传、存亡状况，并推衍古代学术源流、叙列学术短长; 另一方面古籍目录的类目和大

小序及提要等要素，能够反映历代思想文化和学术旨趣，因此古籍目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颇具规模的学

术史。本文通过对古籍目录史部源流的研究，分别梳理古籍目录史部类目、大小序、提要三要素的历史

形成过程，以期勾列出古代史学学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向，进而揭示古籍目录史部对史学研究的学术意

义。

一

中国历代古籍目录分类法从六分法始，历经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分类法，至经、史、子、

集四部分类法一统天下，经历了较长的嬗变过程。与其他分类法相比，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居于古代

图书分类正统地位，体现了儒家的图书价值观念。代表历史典籍的史部，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

程。

历史典籍的分类，源于西汉末刘歆《七略》，它是古籍目录六分法的肇始。《七略》类目分六大类，



“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2］( 卷30《艺文志》P1715)《七略》分类

中，历史典籍未能独立成类，没有专立史略，所著录史书如《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基本上附于六艺

略春秋类之后; 其他如《高祖传》《孝文传》等著录于诸子略儒家类;《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

著录于数术略历谱类。与其他类目相比，《七略》中著录《六艺略》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三十二篇;《诸

子略》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历史书籍仅三十四家，一千三百八十四篇。从数量上看，史类

典籍不占优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先秦至西汉史学尚不发达，历史书籍数量不多，历史典籍还不足以与

其他类目相抗衡; 另一方面汉代经学繁盛，在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导致一些学术依附于经学、与经学相

混，史学就呈现这种态势。其实，史学与经学的这种关系，源于《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曾以

此为教材教授弟子。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定为一尊，儒家典籍上升为经，《春秋》列入六经。由于《春秋》

本是史书，且未发展到体裁多样、类目完备的地步，故《七略》将史书附于春秋类，或者将一部分史书列

入诸子略、数术略。《七略》对历史书籍的归类，反映了先秦至汉代史学学术状况，以及这一阶段史学发

展的水平。

魏晋南北朝在古籍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东汉以来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加之

自汉代儒学崛起后，经学日趋繁琐，并与谶纬相混，使经学走向神学化，失去了生命力。农民起义、群雄

乱争结束了汉朝的统治，也打破了经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学术文化在这一阶段出现此消彼长、纷繁多

彩的局面。目录学随之呈现出复杂状况，一方面以《七略》为代表的两汉图书分类法逐渐不适应学术思

想的发展，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分类法不尽合理，目录分类法有复旧的趋势，但

最终确定了四分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史部目录也必然随着目录学和史学学术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此期史学有了很大发展，私人修史风气很盛，历史书籍已具备多种形式和体裁。据《隋书·经籍志》载，

此期所存史部书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三十四部，一千三

百八十四篇的数量相比，部数是后者的二十四倍，篇卷数是后者的九倍。

魏晋时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体系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晋秘书监荀勖依据魏秘书郎郑默《中经》，

更著《新簿》，创设四部分类法。荀勖在《中经新簿》中“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3］( 卷39《荀勖传》P1154) ，分

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荀勖未立各部名称，只是以甲、乙、丙、丁区分四部，性质相当于经、子、史、集。

其中丙部为史学类，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自荀氏始将史书从经部析出，史部书籍正式单独为

一类。由于晋以前的诗赋作品有所佚失，历史和文学两类书籍数量少于甲、乙二部，为均衡四部书籍数

量，荀勖将包括经、史等各类典籍的汲冢书附入丁部( 即文学类) ，将属于类书的皇览簿归入丙部( 即历

史类) 。这一分类法等于承认了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独立门类，表明史学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学、

文学并举的地位。至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依《中经新簿》将群书“以类相从，分作四

部”［3］( 卷92《李充传》P2391) ，因荀勖四部之法，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将荀勖经、

子、史、集之次序易为经、史、子、集。至此，以经、史、子、集为次序的四部分类法遂一定而不可移易，史称

“秘阁以为永制”［3］( 卷92《李充传》P2391)。虽然史学此时已独立成类，但在荀勖的分类中仅位居第三，且一部分

史书归入集部，一部分属于集部的书籍划入史部。而且李充因其数量少未能再分细目，只是以甲、乙、

丙、丁部次。可以说，尽管此时历史学术发展仅仅是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开始，但

它毕竟开创了史学自主发展新时代。

虽说四部分类法在魏晋发生发展，但受《七略》六分法影响的分类法并未消弭。自晋至隋，以《七

略》为代表的分类法一再出现，与四分法并行。如南朝宋秘书丞王俭的《七志》以及南朝梁阮孝绪的《七

录》等，就在《七略》分类法基础上有所发展。虽然王氏《七志》和阮氏《七录》未占据目录分类法的主

流，但这两种目录对史籍的分类确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王俭在编成《元徽四部书目》之后，“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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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4］( 卷46《序下》P1678)。《七志》分类，基本沿袭《七

略》，只是在个别地方有所不同。其分群书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

其中《七志》的经典志与《七略》的六艺略内容相同，包括六艺、小学及史书。王俭处身于史学兴盛时代，

目睹目录中设立史部的先例，他本人也参与政府四部书目编目工作，却“祖述刘氏，亦步亦趋”［5］( P155) ，

循《七略》旧规，将史记、杂传并入经典，足见其“志在复古，书本九篇，强分七部，以六朝之著述，合西汉

之门类，削趾适履，势所不行”［5］( P161)。阮孝绪“斟酌王、刘”［6］( 卷66《七录序》P736) ，参考《七略》和《七志》，吸

取目录学的新成果如五部目录《文德殿书目》等，以一人之力编成《七录》。《七录》分七部: “一曰经典

录，纪六艺; 二曰纪传录，纪史传; 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 四曰文集录，纪诗赋; 五曰技术录，纪数术;

六曰佛录; 七曰道录。”［7］( 卷32《经籍一》P907) 其中纪传录为史学类。史部离经而独立虽始于荀勖，但细目的厘
定却始于阮孝绪，后来《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分小类的名称，基本参考《七录》而稍加变通。《七录》纪

传录对后世历史典籍类目分类影响很大，史学此时独立成类已经不容置疑，并按照自身内在理路向前发

展。

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总结魏晋以

来图书分类法，沿用荀勖、李充等开创的四分法，将群书分四部，正式冠以经、史、子、集，标志着自荀勖所

创的粗疏的四分法走向成熟，自此终结了魏晋以来古籍分类相互竞争的局面，开始了以四部分类法为正

统的新阶段。《隋书·经籍志》中的史学典籍分类所引起的变化，可说是根本性的: 它把《七录》中的纪

传录改为史，确立为四部中的史部; 其史部中的类目也是在《七录》纪传录基础上进行细分，分群书为十

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此后的宋、元、

明、清历代目录中史部类目大都遵循《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只是有所增益。如后晋刘昫等编撰的
《旧唐书·经籍志》，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大体相同，其史部只是略有变更; 宋人欧阳修等所修《新唐

书·艺文志》，史部与《旧唐书·经籍志》基本相同。至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则博采众家分类法之长，

将四部分类法推向高峰，其史部为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

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下又根据书籍的性质、数量、年代等具体情况再分为属。《四

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概貌性地展示了中国史学之源流，较完备地总结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史学发展。

代表史学典籍的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演进中，从最初分散历史典籍于目录各类之中，逐渐发展到专

门集中于史部，真实反映了历代史学变迁的轨迹，也表现出目录学家对史学发展变化的客观认识过程。

二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目录史部类目的历史嬗变中，其学术源流在目录史部大序、小序

中也得以凸显。古籍目录中的大序、小序，肇始于刘歆《七略》中的辑略。刘歆首开撰写目录大序、小

序，使得目录不仅著录典籍，还能考辨学术源流，具有了学术史的价值。后人对此推崇并起而效法，使古

籍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世代传承。历代王朝不断更迭，史学学术也随着时代发展演进，每

一时代目录学家对史学学术的看法也发生着变化。古籍目录史部中大序、小序对这些变化有着鲜明的

反映。

中国历代都重视历史，史学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特殊的地位，《隋书·经籍志》就认为: “古者天子
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7］( 卷33《经籍二》P956) 但在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权威的

儒家对《春秋》的看法，影响着史学学术思想观念，也影响着目录学家对史部学术源流的看法和态度。

春秋至汉初，礼乐崩坏，诸子勃兴，百家争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发展了西周以来由贵族垄断的

学术文化。至汉代，儒家思想又汲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营养，逐步完善起来。汉武帝时期，国家在政治上

达到高度统一，与此相适应，在思想上也提出了统一要求。汉武帝接受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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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确立了独尊地位，儒家经典成为法定的官方学术。此期由于代表儒家的经学

的深入影响，也由于史学本身不发达，处于附庸、从属经学的地位。从汉代人对《春秋》以及有关历史著

作的看法中，就能看出史学地位在当时之低。《春秋》本是春秋时各诸侯国国史通用的名称，也是鲁国

史书的专名，《墨子·明鬼》经常使用“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之

称［8］( 卷8《明鬼下》P331 － 333)。但汉代却流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司马迁就认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 非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之 中，以 为 天 下 仪 表，贬 天 子，退 诸 侯，讨 大 夫，以 达 王 事 而 已

矣。”［9］( 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7) 事实上，《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孔子并没有作《春秋》，至多是为教授学生，做过

整理或解说的工作。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春秋》与其他儒家典籍被列为经典，经过经学家的穿凿附会、

阐发微言大义，《春秋》成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治世之书［10］( 卷6《滕文公章句下》P155)。司马迁不是经学家，但作

为史学家，其说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反映了汉代人对《春秋》的看法。《汉书·艺文志》春秋

类序认为: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

也。”［2］( 卷30《艺文志》P1715) 强调《春秋》是经，《左传》也只是解经之“传”，历史著作是为经学服务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东汉以来社会政治思想的冲击，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学术思想界在此

期出现新的变化，史学也渐进觉醒，开始挣脱经学的束缚，显出自觉独立发展的趋向。《隋书·经籍志》

在唐代初期修成，但实际上反映了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图书典籍的留存状况及其学术源流。《隋书
·经籍志》不仅奠定了古籍目录分类的基础，也发扬了《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每一类后都撰写一篇

序，叙述其源流。其中史部有一篇总序、十三篇小序。史部总序认为: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

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也。”［7］( 卷33《经籍二》P992) 总序叙说史官所应具备的学识、才能以及所

担负的职责，较之前代单纯的“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说，要深刻得多。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序比

较，此时史学已经脱离了经学，发展成为种类完备、有着独立体系的学术门类。在史官的人选问题上，也

有了特定的、多方面的要求，以适应史学发展之需要。其古史类序认为:“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

《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7］( 卷33《经籍二》P959) 汉献帝命荀悦依《春秋左传》体例作

《汉纪》，于是一度沉寂的编年体史书复出。晋太康元年( 公元 280 年) 发掘的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史

记，体例如《春秋》。此后，一些学者们认为，《春秋》之编年体才是古史之正法，故多依其体例修史。古

史类序叙述了魏晋以后，编年体史书再度盛行的历史过程，源流清楚，特点突出。其他类目的小序，如职

官、刑法、地理、谱系等，无不源流清晰，有各自鲜明的类别特点，各类之间绝无含混。《隋书·经籍志》

的小序，对每一类史书的起源、性质、特点等概括准确，对当时史籍的学术流别也有全面的概貌描述，表

明古代史学至此已经走向成熟，史学已经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一门学术。此后唐、宋、元、

明，无论官修目录还是私人藏书目，其史部大、小序中的史学观念更加纯粹，史学思想发展越来越趋于理

性。

清编《四库全书总目》对史学的看法，基本上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观念一脉相承，但也有新的

发展。其史部总序认为:“首曰《正史》，大纲也。”［11］( 卷45《史部总序》P397) 对史学的认识，较诸《隋书·经籍志》

达到了新的高度。首提正史作“大纲”，是因为在古代历史书籍中，正史的地位最尊贵，它们反映各个朝

代的正统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通过帝王将相、臣僚勋贵的纪、传，反映历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及

军事行动，是古代社会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正统史观。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

记》，就有了正史。司马迁以后，仿纪传体的史书代有续作，相沿不绝。古代史籍中的所谓二十四史，就

是古代由官方明确认可的正史。《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式的概括，表明其史学认识

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

但是，儒家的历史观念，毕竟对史学产生了很深影响，以致史学始终没有走出经学的阴影。《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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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所谓“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2］( 卷30《艺文志》P1715); 《隋书·经籍志》所谓
“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7］( 卷33《经籍二》P992) 等等，无

一不从儒家立场阐发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亦同样强调历史“资考证”的作用，并以经与

传的关系，说明史学与经学的关系、正史与其他类别史书的关系，尤其强调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

配”［11］( 卷45《史部总序》P397) ; 对正史之外的其他史书之所以“兼收博采，列目分编”，是由于“有裨于正史”，可
资考证，因此才“择而存之”［11］( 卷45《史部总序》P397)。归根结底，认为历史还是为经学服务的。

古籍目录史部大序、小序在其不同时代的发展中，能够概述史学学术，考述史学源流，论述史学高

下，理析出古代史学学术从经学附庸到独立门户、从自发状态向自觉发展的历史发展流变过程，可谓简

明的古代史学史纲要。

三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与变迁的轨迹还在目录史部的提要中得到显现。古籍目录提要也称为叙录、书

录、解题，源于西汉末刘向的《别录》。刘向每校一书，便撰写一篇叙录，目的是辨析校书中之讹谬，叙述

作者生平行事，概括一书大意。《别录》开创的叙录方式，被后人起而效法并有所发展。提要内容涉及

古代典籍的各个方面，与所处时代史学思潮及目录学家的史学观念密切相关。对同一部史书来说，不同

时代的学者尤其目录学家评价它时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而其提要最能反映出历代史学思想的异同。

限于篇幅，在此仅以巨著《史记》为例以见其状。

汉时《史记》没有固定书名，初始名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传”，也叫“太史公”。而“史记”原是史

籍的类称，如《汉书》记载:“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2］( 卷62《司马迁传》P1715)“孔子因鲁史记而作
《春秋》。”［2］( 卷33《经籍二》P2737) 等等。汉以后至唐初，学界将《史记》称太史公书，也称史记，同时对其他史书

亦称史记。唐初官修《隋书》正式将其定名为《史记》，标志其得到官方认可并确立了史学权威地位。

《隋书·经籍志》载:“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

固撰。”［7］( 卷33《经籍二》P953) 在官修史书中首次将《史记》与《汉书》并列，从此《史记》之名正式确立。从西汉
《史记》产生到唐代初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后，《史记》才有了正式名称和与其相配的地位。

目录学家余嘉锡认为:“叙录之体，源于书叙。”［5］( P38)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略如刘向、刘歆父子所

作书录，从中可以看出汉时对史学的看法。其自序曰:“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

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9］( 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5) 这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临终之时的嘱子之

语。司马迁先人在虞夏之世就以天官之职显名于当时，到了周代，仍掌斯事，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但司

马父子仍忧心“废天子之史文”，认为史书应“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

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9］( 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7)。然而在汉代，统治者认为《史记》

离经叛道，蛊惑人心，一直没有给予公正评价，以致学界不敢为之作注。东汉时朝廷要求对《史记》进行

删节和续补，诏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12］( 卷47《杨终传》P1599)。所以尽管西汉时刘向、扬雄等学者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2］( 卷62《司马迁传》P2738) ，但因司马迁著书“是非颇

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

贫”［2］( 卷62《司马迁传》P2738) ，所以《史记》仍被指责为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

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削弱，史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自觉发展道路，受此影响，

此期对司马迁和《史记》有了一些积极的评价。如晋代学者华峤曰: “迁文直而事核。”［12］( 卷40《班固传》P1386)

张辅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3］( 卷60《张辅传》P1640)。他们对司马迁《史记》

的评价虽然很高，但依然没有认识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事实上，在魏晋时期，学界对包括
《史记》在内的任何一家都会这样评骘。如刘勰评价陈寿: “陈寿三志，文质辨洽。”［13］( P171) 西晋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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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峤:“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3］( 卷44《李峤传》P1264) 评价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

咸称良史。”［3］( 卷82《干宝传》P2150) 总之，魏晋时期学人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唐初依然是这种状况:

“《史记》传者甚微。”［7］( 卷33《经籍二》P957)“汉晋名贤未知见重。”［14］( 卷首《序》P2) 至中唐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

起，学界才对《史记》给予高度重视，作出积极评价。

宋时，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对《史记》评介才与前代有了明显区别。针对班固对司马迁的讥评，南宋

目录学家晁公武认为: “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

诚然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15］( 卷5《史记》P176) 否定了包括班固在内汉代人对司马迁和《史记》的

错误看法。稍后与晁公武同时代的目录学家陈振孙，对《史记》给予肯定和褒扬: “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

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16］( 卷4《史记》P97) 宋时众多理学家对儒学进行

阐述、完善，形成了理学思想，对社会各个方面均有深刻影响，其史学观念和思想也对史学批判取向影响

极大。与晁、陈二氏同时代的朱熹对司马迁评价极高，认为秦汉间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其文尚“先有其

实而后托之于言”，而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17］( 卷70《读唐志》P1281) ，肯定

司马迁作《史记》于史实“无妄作”，“《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18］( 卷139《论文上》P3298) 集理学思想大成的

朱熹如此评价司马迁与《史记》，无疑渗透着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宋元及以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

文笔。于是《史记》声望日隆，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籍源源不断出现。至清时，《四库全书总

目》分别对各个时期关于《史记》的观点、结论进行缜密辨析，对汉代以下《史记》的整理、研究作了全面总

结。关于对汉、宋时期对《史记》不同看法，《四库全书总目》辨析说:“《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

免牴牾。”［11］( 卷45《史记疑问》P400) 此说符合历史事实。又认为:“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

之凿。而订讹砭漏，所得为多。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牾。”［11］( 卷45《读史记十表》P400) 这是以清代汉学

的立场、观点，考察汉、宋对《史记》的研究状况，对《史记》作出的总结性评价，其结论烙有清代的学术印记。

由此可见，古籍目录史部的提要不但能使我们了解一部史学著作的流变过程、著述内容、作者生平

及人品学风等情况，还能使我们一睹不同时代史学观点、思潮之风貌。

结 论

史学这门传统学科的发展与变迁，与古籍目录史部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可以从目录史部类

目、大小序、提要的流变中觅其踪迹。古籍目录史部分类，随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产生发展而流

变。《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的确立，是目录分类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史部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

岭，标志着类目划分标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史学的自主发展。同时，古籍目录史部的大序、小序也反映

着古代史学学术发展变化，显现了古代史学从经学附庸到自觉发展的历史过程，彰显了史学发展的活

力。古籍目录史部提要也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学术的思想倾向和史学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

在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转折的。当然，古籍目录史部与古代史学这种互动关系，也折射出以儒家为正统地

位的学术思想和等级观念，必然要维护古代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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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of Ancient Books Catalogue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ZHAO Tao
( Literature Informa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witnesses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six － portion

method to quartering method，during which time history catalogue represent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ancient books brings out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from dependency on the catalogue to independence，

which highligh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namely，from being spontaneous

and fettered to being self － conscious and independent． This kind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vicissitude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s embodied in not only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talogue but also

the gradual precision and intensification in great and minor prefaces as well as abstracts．

Key words: history category; great and minor prefaces; abstract; historiograph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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